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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何以“问”：古今“学问”之异
汪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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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问”一词涉及谁“学”谁“问”、“问”谁“学”谁、如何“问”、为何“问”以及如何“学”、为
何“学”等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即可发现古代“学问”与今日“学问”不同，古代“学问”所“学”所“问”
之对象为“道”，“道”为帝王之道，帝王无道自称有道使“道”“难道”，故须“学”“问”，“学者”“问者”为
帝王，“学问”为帝王“明道”以为仁政，强调“知行合一”“下学上达”。与此相应，古代“大学问”“真学
问”为“口耳之学”，“文字之学”为“小学”“微言大义”，今人不可以今日之意义理解古代文字。
关键词：学问；道；政；下学上达；口耳之学；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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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现代“学问”为专业知识，古代“学问”为“道”，
“道”为帝王之道，古代“学问”实为帝王学政。
首先，“学”为“学道”。《论语》言“好学”１６次，
《学而》首言“好学”为“就有道而正焉”；《泰伯》则言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朱熹《论语集注》言
“学而”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
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德”即“道”，即言“学
者”所“学”为“道”。
其次，“问”亦为“问道”。《淮南子·修务训》亦
言：“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帽凭而为义，性命
可说，不待学问而合于道者，尧、舜、文王也。”“性善”
“成仁”“为义”即“合于道者”，“尧、舜、文王”则为“合
于道者”之典范。《大戴礼记·保傅》“明堂之位曰：
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
谓之道；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
也。”“好学”即“笃仁”，“问”者为“天子”，“道”者为
“导天子以道者”。
第三，“道”为帝王之道。《荀子·君道》明言
“道”为“君道”，并以“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言
“道”即仁政。《春秋繁露·王道》言“道，王道也。王
者，人之始也”。廖平言“道为君道，南面之学”［１］２２７。
章太炎将“道艺之根”与“政令之原”相提并论［２］１７。
张爾田《史微》言“道为天子之术”，“道为君人之要
术”，然“史统既归孔子，百家废黜，道始失传，遂使千
古君人南面之术埋没于神仙方伎之中，迄无一人心
知其意耳。苟知道家为君人南面之属，则虽有疑义，
皆可推之而通，而老聃、庄、列诸书亦昭然若发蒙矣。
此余之所以不惮反复证明也。”［３］１３张舜徽在《周秦
道论发微》中曾急迫而慎重地表示自己“尝博考群
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
‘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
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乎心性。自宋明学者目为传
心之要，而本意全失。于是浩然有志阐古义之幽，发
千载之蔀，举后起一切传会支离之说，悉摧陷而廓
清之。”［４］
第四，“道”“难道”，故须“学”“问”。“道”是统治
者取得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与王权政治密切联系在
一起，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无道而自称
有道非“天道”“圣人之道”而自称“天道”“圣人之
道”，从而使“道”具有特殊的隐秘性与欺骗性，古代
文献凡言“道”者皆暗言“道”被“盗”，此即“怨声载
道”。与此同时，“道”亦变为“难道”。因此，古代道
论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道”为帝王政治，更重要的，
是帝王无道自称有道，此即“道可道，非常道”，我们
现在说到封建社会有“殉道士”“卫道士”，“殉道”“卫
道”实针对“取道”“无道”言。古代先贤不厌其烦、反
复啰嗦地论“道”，不仅以种种方式表明“道”为帝王
·１４·
之道，同时以种种方式揭示帝王无道而自称有道使
“道”“难道”，故须“学”“问”。《荀子·大略》言：“君
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
第五，古代“仁”“义”“德”“性”“善”等皆为“道”，
故“学问之道”亦以“仁”“义”“善”“德性”等言。《论
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孟子·告子上》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其前亦言“仁”“义”。《日知录·求其放心》
言：“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宋明理学以
“善”“德性”“良知”等言“道”，朱熹《论语集注》言：
“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
第六，“道”为帝王之道，古代“学问”即帝王学
政，所谓“学而优则仕”。《论语》“学而”后即“为政”，
《论语》９言“问政”，７言“问仁”，３言“问君子”，问
“为邦”“行”“耻”“知”各２次，此外尚有“问友”“问成
人”“问事君”“问陈”“问交”“问津”“问为仁”，其实皆
为“问为政”。《庄子·应帝王》阳子居问老聃“学道
不倦”“可比明王乎”，其后即问“明王之治”。《国语
·晋语八》言：“敬学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敬
学”与“好仁”并列，“政”与“道”同言。《荀子·大略》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明儒学案·白沙
学案下》明确指出：“政事学问原自一贯，今人学自
学，政自政，判而为二，所学徒诵说而已，未尝施之政
事。政事则私意小智而已，非本之学问也。故欲政
事之善，必须本之学问。”顾炎武谓：“君子之为学，以
明道也，以救世也。”［５］９８张爾田言：“《论语》首言学，
学也者，又汉志所谓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
际者也。”［３］２５“古之道术浑沦，教合于政，学丽于文，
离政无以明教，离文亦无以显学。”［３］２９
第七，“道”为政，“学问”为帝王学政，故特别强
调帝王之道德品性与日常修养，具有日常性与实用
性，强调“身体力行”。《礼记·中庸》言：“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
修身。”邓豁渠《南询录自叙》言：“渠自幼质赣，与流
俗寡合，即慕修养。既壮，知慕道学，情状虽累坠，则
有凛然与众不同之机。四十二岁，遇人指点，于事变
中探讨天机，为无为之学。久久知百姓日用，不知的
是真机。学者造到日用不知处，是真学问，遂从事
焉。”［６］《文史通义·史释》言：“君子苟有志于学，则
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
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
用也。”“人伦日用”“体”“用”皆强调实用性。古代学
问用今天的学术术语表述即“政治哲学”“实践哲
学”。“文以载道”“道问学”“经世致用”等实为古代
学问之概括，这些表述虽然只是在清代提出，但从来
都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古代许多看似
有差异的概念恰恰具有同样的意义，如“道问学”即
“尊德性”，仅以余英时先生所举诸例看，陆九渊“既
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方以智“德性、学问
本一也”“性在学问中”、戴震“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
之尊德性乎”、钱大昕“天下岂有遗弃学问而别为尊
德性之功者哉”、龚自珍“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
二大端而已矣”等［７］１９７－２０３，皆明言“尊德性”即“道问
学”，后世学者昧于文字表面，将其看作清代特殊的
思想观念，从而忽略了古代学问的根本问题。
第八，由于古代“学问”为帝王政治，古人强调
“大学问”为“先王之遗言”“圣贤之道”。《荀子·劝
学》言：“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王阳明
曾著《大学问》，以“大人之学”“大学”“大学问”言“学
问”，言古代“学问”为“亲民”“止至善”“明明德”，指
出“大学问”“大乱”“不传”：“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
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大学之教，自孟氏而后，不
得其传者几千年矣。赖良知之明，千载一日，复大明
于今日。”其实皆言古代学问为帝王“亲民”“明道”。
第九，由于“道”为善政、仁政，“学问”为帝王学
“道”、问“道”，古人强调“学问”要“真”，即不可无道
而自称有道，而是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明儒学
案·浙中王门学案四·论学书》言：“学问思辨，即是
尊德性下手功夫，非与笃行为两段事。如今人真有
志于学，便须实履其事。中间行而未安、思而未通
者，不得不用学问思辨之功。学问恳切处，是之谓笃
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后为真学。学而真者，知行
必合一，并进之说，决无益于行，亦非所以为知也。”
黄宗羲指出，“大抵学问只是一真”，“学问之道，以各
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
俗之士，则经生之业”。
第十，由于“学者”“问者”为帝王“亲民”“明道”，
古代“学问”强调“下学上达”。《论语·先进》言：“不
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论
语集注》言：“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学者须守下学
上达之语，乃学之要。”［８］１４６－１４７朱熹《孟子集注》以“下
学上达”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呻
吟语摘·内篇·礼集·谈道》明确指出：“下学学个
什么？上达达个什么？下学者，学其所达也；上达
者，达其所学也。”“形而上与形而下不是两般道理，
下学上达不是两截工夫。”“下学上达”之方式即“不
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子曰：敏而好学，不耻
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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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
先进。”“先进”与“后进”“野人”与“君子”之异，即
“下”与“上”之异，“吾从先进”即“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
二
“学问”之“问”以“口”为中心，古代“学问”非为
“文字之学”，而为“口耳之学”。王阳明《大学问》明
确指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于书，使人作一
文字看过，无益矣。”
《说文》：“聖，通也，从耳，呈声。”段注“从耳者谓
其耳顺”，并引《风俗通》“聖者声也，言闻声知情”、
《周礼》“六德教万民”，言“凡一事精通亦谓之聖”。
“聖”强调的“从耳”“闻声知情”实即“口耳相传”。
《史微》言“自古人口耳相传之例不明，而古书为后人
变乱也”［３］１３６。
“口耳相传”实与“文字相传”对立，“口说无凭”
“耳听为虚”实暗示对民众话语权的打压；“打听”亦
暗示对“听”的“打击”，使“听”变为“耳边风”；“眼见
为实耳听为虚”“百闻不如一见”等，则将“眼见”与
“耳听”“闻”与“见”构成对立，强调“听闻”的边缘性、
次要性，以及“眼见”的重要性。显然，由于话语权掌
握在统治阶层手中，对“听说”的贬低即意味着对“读
写”的抬高，同时意味着对口语的贬低与对书面语的
抬高，其本质是以文字与书面语霸占话语权。
然而，“听天由命”表明，“听”是知“天”“命”的主
要方式；“耳熟能详”表明，“耳”是能了解详情的重要
途径。“据说”“说法”则表明“说”为“法”为“据”。然
“销声匿迹”“默默无声”表明“声”被消失、隐匿，故有
“声讨”以“讨回公道”“讨个说法”。与此同时，本为
“说道”“道听途说”之“说”变为“胡说八道”“胡说”
“乱说”“瞎说”，与“耳”“听”“声”“闻”等相关的日常
用语“耳朵”“耳光”“耳垂”“耳坠”“耳聋”“耳背”“耳
边风”则暗示诉诸“口耳”之语言被边缘化，官方语言
占绝对优势。
与书面语对口说言语、耳听声闻的贬低相应，日
常用语则表达出对文字书写的贬低，如“文不对题”
“一文不名”“舞文弄墨”“身无分文”暗示出“文”的无
用与矫饰；“咬文嚼字”“抠字眼”则暗言对“文字”的
斤斤计较、小心翼翼；“字字珠玑”“字正腔圆”暗示出
“字”与“王”“政”之关系；“字如其人”则“字”与“人”
之德密切相关，此“人”当为掌握文字霸权之人；“造
字”“生字”“错别字”“一字之差”则言“字”非天然而
为人有意为之，且有错乱；“长字念半截短字念半边”
“一个大字不识”“斗大的字不识”“人生识字糊涂始”
则对“字”的功能进行讽刺与嘲弄。
文字与书写相关，然而，日常俗语中与“书”相关
之表述则多暗言“读书无用”，如“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暗言“书”不如“话”；“书非借不能读也”暗示
“读书”须“借助”“不能读”之书，也就是禁书；“读书
破万卷”则暗示“读书”为“破”“书”，而非“全”“书”，
“下笔如有神”亦言“写字”为“下”“笔”，“如有神”则
暗言非真神；“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
言“书中”“黄金屋”与“颜如玉”为“自有”，也就是自
夸，而非实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暗示“书”不够
“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暗示读
书并不能知世事；“书虫”暗示读书的破坏性；“书呆
子”暗示读书无用；“教书匠”则暗示教书者为工匠。
古人所强调的“书法”即“师法”“家法”，也就是“学问
之法”，正是通过口耳相传与文字相传、听说与读写
之异体现的公与私、民间与官方之对立。
“礼失求诸野”，古人强调的“大学问”“真学问”，
其实即为“百姓日用”之口语、成语、谚语、俚语、俗
语，此即“俗话说得好”。《文心雕龙·书记》即强调
俗语谚语的重要性：“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
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夫文辞鄙俚，
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踰于此，岂可忽
哉！”谚语、俚语、俗语、方言、歌谣实寓“真道”，此即
“童言无忌”“口无遮拦”“小孩嘴里道真言”“打开天
窗说亮话”。
与“口耳之学”为“大学问”“真学问”相应，古代
文字之学为“小学”，具有微言大义，今人不可以今日
之义理解古代文字。清人廖平指出：“经传制事，皆
有微显、表里二意，孔子制作，里也、微也，託之文王，
表也，显也。自喻则为作，告人则云述。以表者显者
立教，以改作之意为微言，故七十子以后，此义遂隐，
皆以《王制》、《春秋》为文王西周之政，不复归之制
作。”［１］１７６“微”与“显”“里”与“表”，即中国古代文字
之双重意义，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热
闹”为“显”“表”之义，“门道”为“微”“里”之义，“无理
取闹”即无“内行看门道”，只有“外行看热闹”。“表
者显者立教”者，立王政之教也；“微言”与“表者显
者”相反，为“大义”“圣学”：“微词隐避，致使大义中
绝，圣学晦而不彰。”［１］１９１“大义”与“圣学”，显然是与
王政之教相对立的圣人之道，因与王政之教背道而
驰而遭王者镇压。《史微》言经、史为“古帝王经世之
大法”，其目的在于“垂训后王”，然却“逆官政”，而
“孔子以匹夫尊为万世帝王之师，删述六经，以制义
法，其微言大义则口授儒者，宣而明之，所以警戒君
·３４·
汪晓云：“学”何以“问”：古今“学问”之异
人而立教本者甚备，此固圣者之所期而世主之所大
不便也。”［３］７０，１７２“微言大义”之目的在于“警戒君人
而立教本”，“圣者之所期而世主之所大不便”表明其
因触犯现实帝王的利益而被禁止，也就是“逆官政”。
刘知几言：“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
罪。”［９］６２“直笔”即“见诛”，“曲辞”“不”“获罪”，这正
是中国古代叙事几乎无处不为隐微叙事的根本原
因。章学诚指出：“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文字
涉世之难，俗讳多也。”［１０］１４２“六经皆史”［１０］１，１２６，“史
学皆经”［１１］，中国古代经、史，几乎无一不是为“贤者
讳”，“史”与“经”一样，亦处处皆藏隐微之义。“隐微
叙事”之所以“隐”“微”，乃因其直言则“见诛”或“获
罪”，其“见诛”或“获罪”之原因，实为“拟圣”或“僭窃
王章”。章学诚发出如是感叹：“嗟乎，经世之业，不
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
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
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
之士，黯默无言。”［１０］８６
“微言大义”与“王政之教”背道而驰，遭王者镇
压，因此遂隐而为“小学”。与此相对，言王政之教之
显义则为“大学”。“小学”乃相对于“大学”而言，“小
学”与“大学”实即“隐微”之义与“显白”之义。“隐
微”之义之所以要“隐”、要“微”，乃因其为统治者忌
讳。在清人笔下，“小学”或称“六艺之学”，或称“六
书之文”，或称“六艺”“六经”，皆取其隐微之义。戴
震言“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１２］７７；章学诚言“盖小
学与经学，古人未尝分也”［１０］３００。刘师培言：“今欲
诠明论理，其惟研覃小学解字析词以求古圣正名之
旨，庶名理精谊赖以维持。若小学不明，骤治西儒之
名学，吾未见其可也。”［１３］５０３而《释名》“虽为小学之
专书，实为群经之津筏”［１４］４８３，将“小学”理解为古文
字之学，亦因为“小学”作为文字之学，揭示了隐藏在
文字“显白”之义背后的“隐微”之义。《孟子·滕文
公下》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
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之为“天子之事”，乃因“世
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作《春秋》，乃因于
“惧”。故《春秋》必然涉及“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
作”，而“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乃言“君”无“道”，
言“君”无“道”则“见诛”或“获罪”。因此，“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我者”“罪我者”即持不同政见者。《春秋》之“辟”
“隐”“省”“去”等“书法”，实即屡屡见诸其中的“不可
书”“不忍书”“不足书”“不胜书”，皆暗言其中深藏隐
微之义。
由于历代统治者皆讳言“小学”之“微言大义”，
因而使得“小学”或“六艺之学”湮没不闻。《颜氏家
训·勉学》即言：“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
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
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
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
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
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戴震
言：“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１２］４７廖平
哀叹“六艺之学，原有本真，自微言绝息，异峰端起，
以伪作真，羲辔失驭，妖雾漫空，幽幽千年，积迷不
悟，悲夫！”［１］１７３有清一代盛行的考据学，正是建立在
对“小学”的解释与对经传“小学”隐微之义的阐释、
整理、加工之上。戴震指出：“自昔儒者，其结发从
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载籍极
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路书。纲领
既违，伪谬日滋。”［１２］７７“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
作不曾识字。”［１５］６４３戴震之所以言“文字”“纲领既
违，伪谬日滋”，“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作不曾
识字”，乃因为“今之学者”不了解“小学”的隐微之
义，不了解“小学”的隐微之义，即不“识字”，亦不能
“明”“六书”与“经学”。梁绍壬亦言：“读书必须识
字，今人口习授受，漫不经心，《说文》、《玉篇》等书束
之高阁矣。”［１６］２５２
戴震指出：“古人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
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
已矣。”［１２］１４５“故训”实为“古”“贤人圣人之理义”：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
明。”［１２］２１４“贤人圣人之理义”即“至道”：“故故训之
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
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
道。”［１２］４４相反，“后儒语言文字未知，而轻凭臆解以
诬圣乱经，吾懼焉”［１２］１５３。此处“圣”与“经”相提并
论，其义自明，即“六经皆圣人之所作”、明圣人之道。
然“故训音声，自汉以来，莫之能考也，无怪乎释经论
字，茫然失据”［１２］５０。“故训音声”“莫之能考”，乃因
“后世道阙，小学不修，故绝于嬴氏”［１２］６６。“后世道
阙”即“圣人贤人”之“道”“阙”。因此，与对“小学”的
推崇相应，戴震主张“变乱大学”，其在《经考》中专列
“变乱大学”条，提出“《大学》之格物致知，即《中庸》
之明善择善，孟子之尽心、知性、知天”［１７］５４７，５４８。将
“大学”之“明明德”变成了“明善择善”，也就是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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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道，此亦为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知天的本意。
“变乱大学”实即将“大学”所提倡的以君为尊“变乱”
成小学提倡的以民为尊。
由于“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作不曾识
字”，考据之学在当时显得颇为“异类”，戴氏自己不
止一次地发出其骇人听闻的感叹，如《与是书》开篇
即言：“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
顾狂惑者众。”［１８］１８２章学诚亦谓：“近三四十年学者
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
痼之病，不可救药。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
者，而乾隆年间，未尝外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
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１５］６４３
实际上，正是由于章学诚深谙自己之学同于戴氏，因
此而将自己不为世人所同之感付之戴震。仅在《文
史通义》中，章学诚就不止一次地发出类似之感叹，
如“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频遭目不识丁
之流横加弹射”，“今吾不为世人所知，馀邨虎脂，又
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于斯，独无意乎？”
且不说章学诚之所为是否真如其自身所言为
“举世所不为”，单以其“为学”与“求道”而言，历代类
似于戴震、章学诚之类的感叹并不在少数，王阳明就
曾言“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
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１９］章学诚等
对戴震的评价也表明，清代像戴震这样“识字”“通训
诂而能知道”的学者甚多。章学诚谓“近三四十年学
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
深痼之病，不可救药。”此“学者”与“学”，皆非今日纯
粹学问意义上的“学者”与“学”，而为政治意义上的
“道学”。由于政治立场不同，“道学”者所通之“道”
亦有所不同，这正是古代经学与史学的内在张力。
“微言大义”之根本为“阴阳五行”“以气寓
道”［２０］。《悟真篇》言：“报言学道诸君子，不识阴阳
莫乱为。”［２１］其“悟真”之方式即以“阴阳”为“秘诀”，
然“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表明，“阴阳
五行”被误解。实际上，历代大儒多言“一阴一阳之
谓道”，明代王崇庆言“以气寓道”［２２］。“阴阳五行”
之所以被误解，“都缘学者自迷蒙”。
“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乃贯穿中国古代叙事的
核心，其微言大义之表述方式亦为中国古代叙事一
以贯之的传统，不明白此传统，便无法整体把握中国
古代学问之核心，亦无法把握中国古代学问的本质
精神。清代的考据学，正是中国古代“道问学”在行
将衰微之时猛力的挣扎，或者说是即将死亡之前的
回光返照。所幸的是，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不
仅指出了古经的双重意义，亦指出了“解经”或“治
经”的方法与门径，这就是以“六书”或“小学”“解
经”。章太炎明确指出：“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诚
以古经非古训不明也。”［２３］３戴震言：“六书也者，文
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尔雅》，六经之通释
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
明。”［１２］６６章学诚则以《说文》为“经解史论”之本，章
学诚《文史通义·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业三简》专
言《说文》，似言《说文》为“初学课业”。《说文》之所
以为“初学课业”，乃因《说文》所“说”，为“经传”之
“文”。章氏言《说文》字少，经传字多，依经传之文而
对《说文》，“是经传文字未及考正，却已先得一卷《说
文缺字考》矣”。此实暗言《说文》乃“考正”“经传文
字”。章氏又言“至《说文》所无之字，但空此格，不必
填注，盖由古字少而后世字多，经传文字，多有后世
传写，因义变化，故不必合也。然亦有《说文》原有其
字，而今之传本脱落无存，如……”章氏之意再明显
不过，《说文》之字，乃“古字”，也就是“经传文字”！
而“初学课业”，乃“经解史论”，之所以为“经解史
论”，实因为“经史”所言为“道”，“其体本于风人，其
事关乎学识，其体参乎记述，其流达乎辞章，他日变
化无穷之业”者，“道”也。
以“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为基础，中国古代“数
术”“方术”“天文”“地理”“农学”“医学”“兵学”等皆
为“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之“微言大义”。历代统治
者为了遮蔽“微言大义”的本原面目，将“道”由帝王
政治哲学转变为普遍性的道德伦理，同时将“气”变
为“器”，从而产生现代意义之“数术”“方术”“天文”
“地理”“农学”“医学”“兵学”。由于“微言大义”的存
在，中国古代学问无法与现代学问对应，唯有借助于
《说文》《尔雅》《释名》等“小学”解释古代文献之“微
言大义”，才能显示古代学问之本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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